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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表见代表”

———以《民法典》第５０４条为中心

迟　颖


摘要　依代理权范围抽象性原则，《民法典》第５０４条是关于违反代表权意定限制的规定，其在私

法自治的框架下维护交易安全的立法思路，与旨在保护相对人合理信赖的表见代理截然不同。《民法

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２０条第１款通过为《民法典》第５０４条附加相对人合理审查义务构成要件

的方式，将其扩大适用于违反代表权法定限制的情形，抹杀了代表权意定限制与法定限制之间的区

别，导致维护交易安全与保护法人利益之间的价值冲突。《民法典》第５０４条的适用应仅限于违反代

表权意定限制的情形。对于违反代表权法定限制和伪称法定代表人者所为的无权代表行为，应类推

适用《民法典》第１７１条。对于法定代表人不实登记的情形，应适用《民法典》第６５条。

关键词　表见代表　代理权范围抽象性　合理审查义务　代表权意定限制　代表权法定限制

一、问 题 的 提 出

一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５０４条 〔１〕是关于“表见代表”

的规定，广泛适用于法定代表人违反法人章程和决议等内部规定的代表权意定限制、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１５条第１款规定的代表权法定限制以及非法定代表

人以法人名义所为的代表行为。事实上，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原《合同法》）第

５０条（现《民法典》第５０４条）最初仅适用于法定代表人违反法人章程和决议等内部规定的代表行

为，即违反代表权意定限制的代表行为，〔２〕被称为“越权行为”。〔３〕随着２００５年修订的《公司法》

·１５１·



〔１〕

〔２〕

〔３〕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院中德法学研究所教授、法学博士。本文系中国政法大学科研创新项目、中央高校基

本科研业务费专项项目“老年人和残疾人权益保护的成年法定代理制度研究”（项目编号：２３ＺＦＹ８２００１）和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协助决策模式下的成年法定代理研究”（项目编号：２４ＢＦＸ０５５）的阶段性成果。

《民法典》第５０４条规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外，该代表行为有效，订立的合同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

参见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０２）琼民二终字第４３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０５）沪高民二

（商）终字第１８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０５）沪二中民四（商）初字第１５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崔建远：《关于制定〈民法总则〉的建议》，载《财经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４期，第１６—１７页。



第１６条第１款（现《公司法》第１５条第１款）的施行，法院以相对人的合理审查义务为纽带，将该条

款和原《合同法》第５０条相结合，用以判断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行为的效力，原《合同法》第５０条也

自此被扩大适用于越权担保这种违反代表权法定限制的代表行为。〔４〕在此类司法判例的基础

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法释〔２０２０〕２８号）

（以下简称《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７条明确规定了《民法典》第５０４条对法定代表人越权担

保行为的适用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

释》（法释〔２０２３〕１３号）（以下简称《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２０条采纳了《民法典担保制度

司法解释》第７条的立场，将《民法典》第５０４条扩大适用于判断越权担保之外的其他违反代表权法

定限制的代表行为的效力。

司法解释通过附加相对人合理审查义务之构成要件的方式，将原本仅适用于违反代表权意定

限制的《民法典》第５０４条，扩大适用于越权担保等违反代表权法定限制的情形，抹杀了代表权意

定限制和法定限制之间的区别，使得《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２０条以“代表权限制说”为

理论基础区分二者的规范目的完全落空。例如，依据《民法典》第５０４条，法定代表行为违反代表

权意定限制的，相对人不负担合理审查义务，法人应举证证明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代表权的意

定限制，〔５〕但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判断相对人的善意时却多以其是否尽到合理审查义务为准。〔６〕

如此一来，相对人的合理审查义务会被逐步常态化，相对人可能会因未审查法人组织的内部规定

而被迫承担代表行为无效的风险。此外，在商事交往中，要求相对人负担合理审查义务将影响交

易安全与效率，背离法定代表制度的基本原理。又由于合理审查义务的范围和标准并不统一，司

法实践中经常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７〕

《民法典》第５０４条除被扩大适用于违反代表权法定限制的情形外，还被适用于非法定代表人

（登记不实或伪称法定代表人）实施代表行为的情形。〔８〕这种泛用体现了《民法典》第５０４条被逐

步等同于表见代理的趋势，即以权利外观理论保护相对人信赖的趋势。但在以私法自治为基本原

则的民法中，信赖保护终属例外，在法人未就法定代表人依法需经法人授权方可实施的行为作出

授权的情况下，不宜仅因相对人对代表权外观的信赖就要求法人承担有权代表的法律效果。〔９〕

为确保私法自治原则作为民法基本原则的基础性地位，避免其遭到权利外观理论的过度侵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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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２０）最高法民申６１４９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２０）最高法民终１２２８号民

事判决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研究室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理解与适

用》，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版，第２４６页。

参见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苏０２民终５２８６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京０２民终２１４７号民事判决书。

在有些案件中，法院认为相对人未审查董事会决议是否符合公司章程要求的，公司对外担保合同无效。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２２）最高法民申８２８号民事裁定书。而在另一些案件中，法院认为公司章程和内部制度对相

关担保决议机关的规定属于意定限制，相对人的审查义务并非基于这些限制的对外效力，对外担保数额和公司资

产的关系并不能从相关公开文件中直接获取，需要债权人进一步计算得出，不能以相关文件对外公开披露就认定

债权人明知公司章程对案涉担保决议机关有明确规定，故相对人已经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属于善意相对人，保证合

同有效。参见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２１）最高法民申１２６７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０４）沪高民二（商）终字第２０８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３）粤０１民终２０６７８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徐涤宇：《代理制度如何贯彻私法自治———〈民法总则〉代理制度评述》，载《中外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第６９５页；朱虎：《表见代理中的被代理人可归责性》，载《法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７２页；马新彦：《民法总则代理

立法研究》，载《法学家》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１３２页；王利明：《民法总则新论》，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版，第６２０—６２１页。



必要追本溯源，通过厘清《民法典》第５０４条与表见代理之间的本质区别，将该规定的适用限制在

立法者最初设计的法定代表行为违反代表权意定限制的情形。为此，本文拟采纳“代表权限制

说”，适用代理法基本理论，〔１０〕以《民法典》第５０４条为中心，同时参考《民法典》第１７１、１７２条及《民

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２０、２１条展开分析论证。首先厘清《民法典》第５０４条与表见代理的

本质区别，其次分析论证违反代表权意定限制的有权代表之效力，再次分析论证违反代表权法定

限制的无权代表行为之效力，最后分析论证非法定代表人所为法定代表行为之效力。

二、《民法典》第５０４条与表见代理的本质区别

厘清《民法典》第５０４条与表见代理之间的关系，是确定该规定适用范围的前提与基础。

（一）法律性质之区别

１．表见代理

一般认为，表见代理本质上是无权代理，因存在代理权的外观，致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

权而与之为法律行为，该无权代理依法发生与有权代理相同的法律效果。〔１１〕依《民法典》第

１７２条，表见代理是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后以他人名义实施的代理行为，

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

２．《民法典》第５０４条

关于《民法典》第５０４条的性质，存在理论争议。有学者认为，它是“越权行为”，是关于法定代

表人超越代表权所为代表行为之法律效果的规定，即越权行为是法定代表人的履职行为，是法人

的行为，无论是否对法人生效，其法律效果均应由法人承担。〔１２〕另有学者认为，它是关于法定代

表人的代表行为与其行为的法律效果相合一的“表见代表”，本质上不同于表见代理。〔１３〕还有学

者认为，它是类似于表见代理的“表见代表”。〔１４〕从上述理论争议中可以发现，认为《民法典》第

５０４条类似于表见代理的学者，一般主张适用“表见代表”的概念。而认为二者有根本性区别的学

者，则拒绝采纳“表见代表”的概念，称其为“越权行为”。还有学者虽然采纳了“表见代表”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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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法定代表人制度是代理在商事企业法人领域的特别规定，在无明确规定时，可

以适用代理的一般规定。”参见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２）民提字第２０８号民事判决书。学者观点，参见汪渊智：《代理法

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５４页；陈甦主编：《民法总则评注》（下册），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２０５页；

杨代雄：《〈民法总则〉中的代理制度重大争议问题》，载《学术月刊》２０１７年第１２期，第７页；聂卫锋：《职权代理的

规范理路与法律表达———〈民法总则〉第１７０条评析》，载《北方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２期，第５７—５８页；朱广新：《代理

制度中自我交易规则的适用范围》，载《法学》２０２２年第９期，第１３３页。

参见杨代雄：《法律行为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５６８页。

同前注〔３〕，崔建远文，第１６—１７页。

参见温世扬、何平：《法人目的事业范围限制与“表见代表”规则》，载《法学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５期，第

１５９页；吴越：《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行为效力再审———以民法总则第６１条第三款为分析基点》，载《政法论坛》

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第１０２页；甘培忠、马丽艳：《公司对外担保制度的规范逻辑解析———从〈公司法〉第１６条属性认识

展开》，载《法律适用》２０２１年第３期，第５７页；朱广新、谢鸿飞主编：《民法典评注：合同编通则》，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２０年版，第３３０页。

参见杨代雄：《公司为他人担保的效力》，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１期，第４０页；张学文：

《董事越权代表公司法律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２０００年第３期，第１０８—１０９页；李建华、许中缘：《表见代表及

其适用———兼评〈合同法〉第５０条》，载《法律科学》２０００年第６期，第７６、８０—８１页；谢冰清：《论越权代表行为的

效果归属与责任承担———以法释〔２０２３〕１３号第２０条为中心》，载《法学家》２０２４年第４期，第１２６页；潘运华：《越

权代表行为效力规范释论》，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２４年第７期，第１６５页。



但认为法定代表人是否超越组织内部对其代表权的限制，与相对人无关，推定相对人为善意，《民

法典》第５０４条的立法思路与旨在保护相对人信赖的表见代理理论并不相同。〔１５〕

本文认为，《民法典》第５０４条既不是关于“表见代表”也不是关于“越权行为”的规定，而是关

于有权代表的规定。由于法定代表权通常为概括授权，除可受到法律、行政法规的限制，任何其他

对法定代表权的限制均不具有对外效力。《民法典》第５０４条所谓的对代表权的意定限制，实际上

是一种对法定代表人的内部限制，仅具有内部效力，并不影响法定代表权的范围，违反该规定的代

表行为是有权代表，〔１６〕称其为“越权行为”有欠妥当。除法律明确要求法定代表人获得法人决议

机关授权始得实施的代表行为（如《公司法》第１５条第１款关于对外担保的规定）之外，法定代表权

依法产生，无须法人特别授予，故无所谓代表权之外观，亦无所谓相对人对代表权外观的信赖，故

不宜将法定代表人违反代表权意定限制的《民法典》第５０４条称为“表见代表”。将《民法典》第

５０４条定性为“表见代表”的看法，可能源于对国外“表见代表董事制度的误读”。〔１７〕

综上，法定代表人违反《民法典》第５０４条实施的法定代表行为属于有权代表，与本质上是无

权代理的表见代理存在根本性差别。

（二）法理基础之区别

１．表见代理

一般认为，表见代理旨在保护相对人基于权利外观对代理权产生的合理信赖，其法理基础

是权利外观理论。〔１８〕依据《民法典》第１７２条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只要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

为人有代理权，即便代理授权书是伪造、变造、遗失或盗得的，被代理人亦必须承认代理人未经

授权所实施的代理行为的效力。实践中，这种为维护相对人的信赖而牺牲被代理人私法自治的

表见代理得到广泛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多次尝试通过司法解释来限制表见代理的适用。例如，

针对表见代理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２０１９〕２５４号）指

出，外观主义是为保护交易安全设置的例外规定，审判实务中要准确把握外观主义的适用边界，

避免泛化和滥用。有学者指出，为避免私法自治与信赖保护的价值冲突，在代理关系中，任何人均

不得未经授权径行以他人名义实施法律行为并将其行为的法律效果交由他人承受。〔１９〕另有学者

注意到表见代理的泛化适用对私法自治的侵蚀，尝试以法律行为理论解释授权型和权利延续型表

见代理。〔２０〕

２．《民法典》第５０４条

关于《民法典》第５０４条的法理基础，学界存在争议。强调《民法典》第５０４条类似于表见代理

的学者认为，其法理基础是旨在保护相对人信赖的权利外观理论。〔２１〕依权利外观理论，有理由信

赖特定外观的相对人受到法律的保护，“外观”依相对人所信赖的内容生效。然而，由于权利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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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同前注〔１３〕，朱广新、谢鸿飞书，第３３０页。

参见迟颖：《中德代理法律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５年版，第３７６页。

国外法上的“表见代表”实际上仅是对代表人身份发生的错误认识，本质上不同于我国《民法典》第

５０４条。参见刘骏：《“表见代表”之虚与实》，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年第１０期，第７３—７７页。

同前注〔１１〕，杨代雄书，第４９１页；前注〔１０〕，陈甦书，第１２２６页。

参见崔建远：《论外观主义的运用边界》，载《清华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５期，第６、１２页。

参见王浩：《“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之重构》，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０年第４期，第１８８页；

迟颖：《〈民法总则〉表见代理的类型化分析》，载《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２期，第１２８—１２９页。

同前注〔１４〕，张学文文，第１０８—１０９页；前注〔１４〕，李建华、许中缘文，第７６、８０—８１页；前注〔１４〕，杨代

雄文，第３７页；前注〔１１〕，杨代雄书，第４８１页；前注〔１４〕，谢冰清文，第１２６页；前注〔１４〕，潘运华文，第１６５页。



理论仅是私法自治原则的例外和补充，法律基于特殊原因不得已才赋予相对人对“外观”的合理信

赖以法律效力，故该理论应审慎适用，以免鸠占鹊巢。〔２２〕由于私法自治原则在我国民法发展史中

尚未得到彻底贯彻，〔２３〕如果过度强调信赖保护，使原本仅为修正和补充私法自治的信赖保护原则

上升为民法的基本原则，甚至以其取代私法自治原则，势必严重侵蚀民法作为私法的根基。表见

代理的泛用即体现了这种以牺牲被代理人的私法自治为代价过度保护相对人信赖的弊端。事实

上，在作为表见代理类型之一的表象代理问题上，德国法近年来呈现回归法律行为理论的趋势，不

再将这种不具有代理权授予之表示意识、仅因过失引起授权外观的表象代理作为表见代理的类

型，即不再要求被代理人承担有权代理的法律效果，而是仅要求被代理人赔偿相对人信赖利益的

损失。〔２４〕因此，将《民法典》第５０４条的法理基础归于权利外观理论有欠妥当。

坚持《民法典》第５０４条不同于表见代理的学者则认为，该规定的法理基础是内部关系与外部

关系区分理论或经理权不受限制理论。依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区分理论，《民法典》第５０４条旨在

抑制法人的内部约束对法人外部关系的制约，确保代表权不受内部约束的影响。〔２５〕经理权不受

限制理论则认为，《民法典》第５０４条规定的法定代表权类似于德国商法上的经理权，不受法人内

部规章制度的限制；法定代表人违反法人内部限制所实施的代表行为对法人生效。〔２６〕本文认为，

无论是内外部关系区分理论还是经理权不受限制理论，均可以追溯到代理权抽象性理论

（ＡｂｓｔｒａｋｔｈｅｉｔｄｅｒＶｅｒｔｒｅｔｕｎｇｓｍａｃｈｔ）。
〔２７〕德国学者拉邦德以《德国普通商法典》中关于经理权、

代办权和店员权的规定为基础，于１８６６年提出了代理权抽象于基础法律关系的代理权抽象性理

论。〔２８〕该理论被誉为德国法学上的三大发现之一，为代理权抽象性原则奠定了教义学基础。〔２９〕

而代理权抽象性原则是德国代理法的基本原则，〔３０〕该原则在私法自治的框架下保护交易安全，体

现了“自主决定、责任自负”之私法自治内涵，具有天然正当性。〔３１〕

德国法上的代理权抽象性原则包括效力上的抽象性和范围上的抽象性。〔３２〕代理权范围的抽

象性是指，代理权的范围不受基础法律关系的限制，代理人违背委托合同等基础法律关系中的限

制实施的代理行为是有权代理，对被代理人生效。〔３３〕据此，相对人只需确认代理权本身的效力和

范围，而没有义务探究基础法律关系的效力和范围，这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和节约交易成本。〔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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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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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同前注〔１９〕，崔建远文，第６页。

参见迟颖：《法律行为之精髓———私法自治》，载《河北法学》２０１１年第１期，第２页。

Ｖｇｌ．Ｆｒｓｔｅｒ，ＳｔｅｌｌｖｅｒｔｒｅｔｕｎｇＧｒｕｎｄｓｔｒｕｋｔｕｒｕｎｄｎｅｕｅｒｅ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ｅｎ，Ｊｕｒａ２０１０，Ｓ．３５６；Ｌｏｂｉｎｇｅｒ，

Ａｎｍｅｒｋｕｎｇ，ＪＺ２００６，Ｓ．１０７８．

参见朱广新：《法定代表人的越权代表行为》，载《中外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３期，第４９５—４９６页；同前注

〔１３〕，吴越文，第９４页。

同前注〔１７〕，刘骏文，第７３—７７页。

参见迟颖：《法定代表人越权行为的效力与责任承担———〈民法典〉第６１条第２、３款解释论》，载《清华法

学》２０２１年第４期，第１２６—１３１页。

Ｖｇｌ．Ｓｃｈｕｂｅｒｔ，ｉｎＭüＫｏＢＧＢ，９．Ａｕｆｌ．２０２１，ＢＧＢ§１６４Ｒｎ．９．

Ｖｇｌ．Ｄｌｌｅ，Ｊｕｒ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Ｅｎｔｄｅｃｋｕｎｇｅｎ，Ｆｅｓｔｖｏｒｔｒａｇａｍ４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Ｊｕｒｉｓｔｅｎｔａｇ，ＪＺ１９５７，Ｓ．７２５．

Ｖｇｌ．ＭüＫｏＢＧＢ／Ｓｃｈｕｂｅｒｔ（Ｆｎ．２８），§ １６４Ｒｎ．１５．；ＯＬＧ Ｈａｍｍ ＮＪＷ１９９２，Ｓ．１１７４ｆ．；Ｌｉｅｄｅｒ，

ＴｒｅｎｎｕｎｇｕｎｄＡｂｓｔｒａｋｔｉｏｎｉｍＲｅｃｈｔｄｅｒＳｔｅｌｌｖｅｒｔｒｅｔｕｎｇ，ＪｕＳ２０１４，Ｓ．３９５．

同前注〔１６〕，迟颖书，第７５—７６页。

Ｖｇｌ．Ｂｒｏｘ／Ｗａｌｋｅｒ，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ｄｅｓＢＧＢ，４７．Ａｕｆｌ．２０２３，Ｓ．２６６．

参见［德］保尔·拉邦德：《依〈德国普通商法典〉缔结法律行为时的代理》，刘洋译，载《苏州大学学报（法

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４期，第１４６、１５１页。

Ｖｇｌ．Ｌｉｅｄｅｒ（Ｆｎ．３０），Ｓ．３９４ｆ．．



反之，被代理人应承认代理人以其名义在代理权限范围内实施的代理行为之效力，即承担代理人

违反基础法律关系限制之风险，不得以代理人违反基础法律关系的限制为由主张无权代理。在德

国法上，代理权范围抽象性原则不仅适用于商事意定代理，而且适用于社团法人的机关代理。〔３５〕

作为机关代理人的董事，在代理权限内违反法人章程或决议等限制对外实施的代理行为，原则上

对法人生效。〔３６〕德国公司法亦明确规定，机关代理权不受意定限制，意定限制不具有外部效

力。〔３７〕可见，在商事交往中，为确保交易安全和交易效率，代理权范围抽象性原则要求自身私法

自治范围因代理人的使用得以扩大的法人或公司，对其代理人的行为负责，不得以代理人违反其

内部限制为由主张无权代理。鉴于我国法上的法定代表人制度类似于德国法上的机关代理，代理

权范围抽象性原则亦可适用于法定代表行为。

事实上，我国学界和司法实践亦在不同程度上采纳了代理权范围抽象性理论。例如，有学者

主张基础法律关系的限制不影响代理权的范围，〔３８〕代理人违反内部指示在代理权限范围内实施

的代理行为构成有权代理。〔３９〕针对职务代理人超越“职权”范围实施的职务代理行为，《民法典合

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２１条第３款第１句承认了代理权范围抽象性原则，〔４０〕而《民法典合同编通

则司法解释》第２０条第２款关于法定代表人违反章程或决议机关限制的情形与该规定高度相似，

故可以认为《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２０条第２款亦承认了代理权范围抽象性原则。由此

可见，《民法典》第５０４条的法理基础应该是代理权范围抽象性理论，而非权利外观理论。

综上，表见代理的法理基础是权利外观理论，而《民法典》第５０４条的法理基础是代理权范围

抽象性理论，二者本质上不同。

（三）构成要件之区别

１．表见代理

关于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学界存在着一元论与二元论之争。〔４１〕《民法典》第１７２条采纳了一元

论，即无论被代理人对权利外观的产生是否具有可归责性，只要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

即成立表见代理。这种一元论的立法模式导致了表见代理的泛用，表见代理的类型不仅包括授权型、

权利延续型和越权型，而且包括代理人使用伪造、变造、遗失或盗得的授权书所为的代理行为。

２．《民法典》第５０４条

关于《民法典》第５０４条的构成要件，学界存在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该规定以“代表权

存在的外观”和“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为构成要件；〔４２〕第二种观点认为，该规定仅以“相对人善

意”为构成要件；〔４３〕第三种观点认为，该规定的构成要件是“相对人并非故意且无重大过失”，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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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ｇｌ．Ｆｌｕｍｅ，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ｄｅｓ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Ｂｄ．１Ｔｅｉｌ２．Ｄｉｅｊｕｒ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１９８３，Ｓ．３７０．

Ｖｇｌ．Ｆｌｕｍｅ（Ｆｎ．３５），Ｓ．１９２．

《德国股份公司法》第８２条规定：“董事会的代理权限不受限制。”《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３７条第２款

规定：“对管理董事代理公司的权限所作的限制，对第三人不发生法律效力。”

参见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３４６—３４７页。

参见迟颖：《意定代理授权行为无因性解析》，载《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１期，第３１页。

参见迟颖：《越权职务代理行为的效力与责任———〈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２１条释论》，载《比

较法研究》２０２５年第１期，第１８１—１８２页。

同前注〔１６〕，迟颖书，第１９０—１９４页。

同前注〔１４〕，李建华、许中缘文，第７６、８０—８１页；前注〔１３〕，温世扬、何平文，第１５９页。

参见吕建波：《论越权代表行为的效力———兼评〈合同法〉第５０条》，载《学术论坛》２０１５年第５期，第

１１６页。



意相对人认定的门槛低于表见代理，以便满足实践中对法定代表人更高的信赖保护需求；〔４４〕第四

种观点认为，推定相对人为善意，意定限制不发生外部效力，越权代表直接构成“表见代表”。〔４５〕

从上述争议中可以看出，学者之间的分歧主要源于对《民法典》第５０４条法理基础的不同认识。例

如，持权利外观理论的学者认为，其构成要件是“代表权存在的外观”和“相对人善意且无过

失”；〔４６〕而持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区分理论和经理权不受限制理论（本质上是代理权范围抽象性

理论）的学者则多认为，其构成要件是法定代表人违反意定限制，相对人是否为善意在所不问，〔４７〕

应推定相对人为善意，法人欲主张代表行为不生效的，应负责举证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法定代

表人违反代表权意定限制。〔４８〕如前所述，《民法典》第５０４条的法理基础应是代理权范围抽象性

理论，而根据该理论，法定代表人违反意定限制的法定代表行为原则上有效，且相对人不负担审查

法定代表人是否违反意定限制的义务，而是应由法人举证证明法定代表行为违反禁止代理权滥用

规则。关于禁止代理权滥用规则，详见本文第三部分的分析论证。

综上所述，《民法典》第５０４条是关于法定代表人违反法人章程或决议等意定限制所实施的有

权代表行为的规定，本质上不同于表见代理。通过上述与表见代理的比较，《民法典》第５０４条的

性质、法理基础和构成要件得以澄清。下述将以《民法典》第５０４条为法律依据，分析论证违反代

表权意定限制之有权代表的效力问题。

三、违反代表权意定限制之有权代表的效力

代表权意定限制是指法人章程、董事会决议、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对代表权所作的特别限

制。〔４９〕为维护商事交易安全与确保商事交易效率，与意定代理授权人可以依私法自治原则自行

限制意定代理权范围的做法不同，法定代表权作为特殊的商事法定代理权，不应受法人章程或决

议的意定限制。法人章程或决议对代表权作出的意定限制，本质上属于代表权的内部限制，不具

有外部效力，不影响法定代表权的范围。依据代理权范围抽象性原则，法定代表人违反意定限制

所实施的法定代表行为的效力原则上不受影响，除非违反禁止代理权滥用规则。

（一）违反意定限制的法定代表行为原则上有效

如前所述，违反代表权意定限制的代表行为构成有权代表，依《民法典》第５０４条原则上有效。

尽管《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２０条第２款关于代表权意定限制的规定并未明确提及《民法

典》第５０４条，但一般认为该款是对《民法典》第５０４条的解释，适用于法定代表人违反意定限制实

施的代表行为。〔５０〕《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２０条第２款第１句明确规定，法定代表人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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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同前注〔１４〕，杨代雄文，第４０页。

同前注〔５〕，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研究室书，第２４６页；前注〔１４〕，谢冰清文，第１２９页。

同前注〔１４〕，李建华、许中缘文，第７６、８０—８１页；前注〔１３〕，温世扬、何平文，第１５９页。亦有持类似观

点的学者认为，表见代理仅以相对人的善意为构成要件。同前注〔４３〕，吕建波文，第１１６页。也有学者认为，对相

对人善意的要求应低于表见代理的要求，仅要求并非故意且无重大过失。同前注〔１４〕，杨代雄文，第４０页。

同前注〔５〕，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研究室书，第２４６页。

同前注〔１３〕，朱广新、谢鸿飞书，第３３０页；刘俊海：《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签署的担保合同效力规则的

反思与重构》，载《中国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５期，第２３８页。

同前注〔２５〕，朱广新文，第５００页；王利明：《论越权代表中相对人的合理审查义务———以〈合同编解释〉

第２０条为中心》，载《中外法学》２０２４年第１期，第９０页。

同前注〔５〕，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研究室书，第２４６页；前注〔４９〕，王利明文，第１０１页；前注

〔４３〕，吕建波文，第１１３页。



越法人章程或者权力机关等对代表权的限制而与相对人订立合同，相对人主张该合同对法人发生

效力并由其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应予支持。由此可见，无论是《民法典》第５０４条抑或

是《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２０条第２款，均未要求相对人承担合理审查义务。据此，法定

代表人违反代表权意定限制的，相对人无须审查法定代表行为是否符合法人组织内部的章程或决

议。〔５１〕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审核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审查义务。例如，在一起涉及公司对

外提供担保的再审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虽正确判定公司章程和内部制度关于担保决议机关的要求

属于意定限制，但将相对人尽到合理审查义务作为判决保证合同有效的理由。〔５２〕这种要求相对

人在代表行为违反意定限制的情形中承担合理审查义务的做法，违反了上述法律的明确规定，不

利于交易安全，应予摒弃。事实上，在该案中，法院原则上可以直接判决担保合同有效，无需审核

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审查义务。

（二）违反禁止代理权滥用规则的法定代表行为效力待定

依《民法典》第５０４条，法人可以通过举证证明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来

否定法定代表行为的效力。《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２０条第２款第２句进一步明确规定，

法人举证证明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表权受到意定限制的，法院不应支持相对人对合同效力

的主张。关于上述规定，学者持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它体现了代表权的意定限制在相对人恶意

时发生外部效力，〔５３〕也有学者建议将“应当知道”限于因重大过失而不知道的情形。〔５４〕但无论依

哪种观点，相对人均负有审查法定代表行为是否违反代表权意定限制的义务，如其不履行该义务

就会被视为非善意。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也多以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审查义务为依据判断相对人

的善意。〔５５〕上述对规则的理解和司法实践的做法有待商榷，因为它们均违反了《民法典》第

５０４条和《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２０条第２款第１句所确立的“不要求相对人承担审查义

务”之规则。实际上，《民法典》和《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有关相对人恶意的规定，所依据的

应当是禁止代理权滥用规则。禁止代理权滥用规则正是针对这种相对人不值得受保护的情形而

设，它是对代理权范围抽象性原则的突破，旨在保护被代理人。依据该规则，违反禁止代理权滥用

规则的代理行为将被视为无权代理。〔５６〕

１．禁止代理权滥用规则

如前所述，依据代理权范围抽象性原则，法人原则上应承担法定代表人违反意定限制实施代

表行为的风险。但相对人不值得受到保护的，有必要为维护法人的利益而以禁止代理权滥用规则

来突破代理权范围抽象性原则。〔５７〕根据该规则，在相对人与代理人恶意串通、明知代理权滥用或

代理权滥用具有客观显见性等情形中，代理权消灭，代理行为被视为无权代理。〔５８〕可见，禁止代

·８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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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参见高圣平：《再论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的法律效力》，载《现代法学》２０２１年第６期，第２２—２３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２１）最高法民申１２６７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杨代雄：《越权代表中的法人责任》，载《比较法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４期，第５０页；同前注〔１４〕，谢冰清

文，第１１９页。

同前注〔２５〕，朱广新文，第５０２页；前注〔１４〕，潘运华文，第１６２页。

参见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苏０２民终５２８６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京０２民终２１４７号民事判决书。

Ｖｇｌ．ＭüＫｏＢＧＢ／Ｓｃｈｕｂｅｒｔ（Ｆｎ．２８），§１６４Ｒｎ．１５．

Ｖｇｌ．Ｆｌｕｍｅ（Ｆｎ．３５），Ｓ．３７３．

参见［德］维尔纳·弗卢梅：《法律行为论》，迟颖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９４１页；ＭüＫｏＢＧＢ／

Ｓｃｈｕｂｅｒｔ（Ｆｎ．２８），§１６４Ｒｎ．２３９；Ｌｉｅｄｅｒ，ＭｉｓｓｂｒａｕｃｈｄｅｒＶｅｒｔｒｅｔｕｎｇｓｍａｃｈｔｕｎｄＫｏｌｌｕｓｉｏｎ，ＪｕＳ２０１４，Ｓ．６８４．



理权滥用规则采取客观显见性标准，其适用不以相对人尽到审查义务为必要，仅在相对人与法定

代表人恶意串通、相对人明知法定代表人违背法人内部决议或章程或者法定代表人违背法人内部

决议或章程的行为具有客观显见性的情况下，法定代表行为才被视为无权代表。

当适用禁止代理权滥用规则来限制代理权范围抽象性原则时，相对人不负有合理审查义务，

应由法人举证证明法定代表人的行为违反禁止代理权滥用规则。这不仅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和

确保交易效率，还可以实现《民法典》第５０４条与《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２０条第２款在规

范适用上的统一。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有法院尝试适用禁止代理权滥用规则作出判决。例如，

在一则对外担保纠纷案件中，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要求主张对外担保合同无效的公司，就相

对人明知公司章程限制之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因该公司未能举证，法院最终判决法定代表行为对

该公司生效。〔５９〕事实上，在这类案件中，法人主张法定代表行为违反禁止代理权滥用规则的，通

常难以举证证明相对人明知法定代表人违反代表权的意定限制。故而，如果法人举证证明法定代

表人违反代表权意定限制的行为具有客观显见性，即可认定相对人不值得受到保护。在我国法

上，为适用禁止代理权滥用规则，可以将《民法典》第５０４条和《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

２０条第２款第２句所规定的恶意相对人限定为与法定代表人恶意串通者、明知法定代表人违反意

定限制者，以及因法定代表人明显违反意定限制而不可能不知道其滥用代表权者。〔６０〕如此一来，

法院既无需以相对人未尽合理审查义务为由判决法定代表行为无效，也无需以相对人尽到合理审

查义务为由判决法定代表行为有效，而是在法人至少举证证明法定代表人违反代表权意定限制的

行为具有客观显见性的情况下，可以直接适用禁止代理权滥用规则判定法定代表行为对法人不发

生效力。

２．违反禁止代理权滥用规则的法定代表行为效力待定

作为代理权范围抽象性原则的配套制度，禁止代理权滥用规则的核心功能在于阻止不值得

受到保护的相对人依抽象性原则向被代理人主张代理行为的效力。具言之，相对人明知代理权

滥用或代理权的滥用具有客观显见性的，尤其是相对人与代理人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人利益

的，代理权应视为不存在，代理行为被视为无权代理。〔６１〕在这些情形中，假若仍坚持代理权抽

象性原则，允许相对人向被代理人主张代理行为的效力，则违反诚实信用原则。〔６２〕同样地，法

定代表人违反禁止代理权滥用规则实施的法定代表行为，构成无权代表，其法律性质类似于无

权代理，应类推适用《民法典》第１７１条关于无权代理的规定，认定代表行为效力待定。法人拒

绝追认的，该代表行为归于无效。就无权代理责任的承担而言，在相对人因与法定代表人恶意

串通、明知滥用代表权或代表权滥用具有客观显见性而不值得受到保护的情况下，法定代表人

可依据《民法典》第１７１条第３款的规定免于承担无权代理责任。若法定代表人基于其与相对

人之间的单独约定使相对人对其自身产生特殊信赖，或法定代表人就相关法律行为的实施具有

直接经济利益，则其应依据《民法典》第１７１条第４款向相对人承担缔约过失之损害赔偿

责任。

综上所述，违反代表权意定限制的法定代表行为原则上有效，但法人能够举证证明法定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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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京０２民终２１４７号民事判决书。

持类似观点的学者认为，“恶意无效”的效力判断思维不利于保护相对人和交易效率，应以“代理权滥用”

与“恶意串通”作为判断越权行为效力的标准。同前注〔１３〕，吴越文，第１０３页。

同前注〔５８〕，弗卢梅书，第９４１页。

Ｖｇｌ．Ｌｉｅｄｅｒ（Ｆｎ．５８），Ｓ．６８２．



表行为违反禁止代理权滥用规则的，法定代表行为效力待定，由法人决定是否追认。

四、违反代表权法定限制之无权代表的效力

代表权的法定限制是指法律、行政法规对代表权的限制，是对法定代表权自身的限制。〔６３〕例

如，《公司法》第１８２条关于禁止法定代表人未经公司授权实施自我行为的规定，以及《公司法》第

１５条第１款关于禁止法定代表人未经公司授权对外投资或订立对外担保合同的规定，均属于法律

对代表权的法定限制。法定代表人违反代表权法定限制所为的代表行为构成无权代表。为了与

违反代表权意定限制的有权代表相区别，最高人民法院在《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２０条

第１款中，就违反代表权法定限制之无权代表行为的效力作出专门规定，值得赞同。但该司法解

释以相对人的合理审查义务为中心，将《民法典》第５０４条与合理审查义务相结合，用以判断违反

代表权法定限制之无权代表行为的效力，这种做法仍有待商榷。

（一）合理审查义务与《民法典》第５０４条相结合判断无权代表行为效力之弊端

原《合同法》第５０条（现《民法典》第５０４条）最初仅适用于法定代表人违反章程对其代表权作

出的限制以及逾越法人目的事业范围限制等法人内部限制的越权代表情形，并不适用于其他类型

的越权代表行为。〔６４〕将原《合同法》第５０条适用于《公司法》第１５条第１款等违反代表权法定限

制情形的做法，可以追溯至２００５年修订的《公司法》第１６条第１款（现《公司法》第１５条第１款）关

于法定代表人未经特别授权不得对外担保规则的施行。彼时，为避免法院适用原《合同法》第

５０条对越权担保合同作出不利于公司的判决，学界主流观点主张以相对人的审查义务为纽带，将

原《公司法》第１６条第１款和原《合同法》第５０条嫁接起来，用以判断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合同的

效力。〔６５〕《民法典》生效后，通说延续了这一做法，坚持将《民法典》第５０４条与合理审查义务相结

合，用以判断违反代表权法定限制的无权代表行为的效力。〔６６〕《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

２０条第１款确认了上述做法。按照该款规定，法定代表人违反代表权的法定限制以法人的名义订

立合同，相对人尽到合理审查义务的，可依《民法典》第５０４条主张“表见代表”。〔６７〕但该司法解释

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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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同前注〔１４〕，谢冰清文，第１２０页。

同前注〔１４〕，李建华、许中缘文，第７９—８０页；前注〔１３〕，温世扬、何平文，第１６０页；前注〔４３〕，吕建波

文，第１１３页；前注〔３８〕，朱庆育书，第４７２—４７３页。也有持不同观点的学者认为，原《合同法》第５０条仅适用于法

定代表人超越章程或决议限制的代表行为，参见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版，第９８页；隋彭生：《合同法要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００—１０１页。

有学者认为，原《公司法》第１６条第１款将公司决策程序从内部要求提升为公司法上的要求，使公司内

部行为对相对人产生法律效力，相对人由此应负担审查义务，并认为原《合同法》第５０条中的“应当知道”具有“引

致功能”，将原《公司法》第１６条第１款引入到该第５０条之中。参见梁上上：《公司担保合同的相对人审查义务》，

载《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第２６页。持类似观点的学者还有：钱玉林：《公司法第１６条的规范意义》，载《法学研究》

２０１１年第６期，第１３３页；高圣平：《公司担保相关法律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第１０７—１０８页；

周伦军：《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合同效力判断规则》，载《法律适用》２０１４年第８期，第８页；石冠彬：《论公司越权担

保的认定标准及法律效果》，载《法商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第１５３页。

同前注〔５〕，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研究室书，第２４３—２４７页；前注〔４９〕，王利明文，第１０１页；

前注〔５３〕，杨代雄文，第４８页；张家勇：《论越权担保无效时公司赔偿责任的规范基础》，载《法学》２０２４年第３期，

第９４—９５页；前注〔６５〕，石冠彬文，第１４９页。

同前注〔５〕，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研究室书，第２４６页；前注〔４９〕，王利明文，第９０—９３页；前

注〔１４〕，谢冰清文，第１２９页。



１．立法目的与价值取向之冲突

如前所述，《民法典》第５０４条仅适用于违反代表权意定限制的有权代表，其效力判断不以相

对人是否尽到合理审查义务为准。《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２０条第１款通过增加相对人

尽到合理审查义务这一构成要件，将原本仅适用于违反代表权意定限制的情形且以维护交易安全

为宗旨的《民法典》第５０４条扩大适用于违反代表权法定限制的情形，这种做法与代表权法定限制

旨在通过禁止法定代表人未经法人特别授权实施特定行为来维护法人利益之目的存在价值冲突。

例如，将旨在维护交易安全的《民法典》第５０４条适用于以维护公司利益为宗旨的《公司法》第１５条

第１款，〔６８〕意味着违反代表权法定限制的越权担保行为会因相对人尽到合理审查义务而对公司

生效，这势必因规范目的之不同发生价值冲突，〔６９〕不利于保护公司利益，无法实现《公司法》第

１５条第１款的立法目的。

２．方法论上的瑕疵

如前所述，《民法典》第５０４条的适用对象是违反代表权意定限制的法定代表行为。为了将该

规定适用于与其具有本质区别的违反代表权法定限制的情形，将相对人的合理审查义务附加为

《民法典》第５０４条构成要件的做法，在方法论上不无疑问。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应当具有统一性

和稳定性，惟满足法律规定的相关构成要件，该法律规定才具有适用性，不能为了将法律规定适用

于特定情形而相应调整该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

（二）合理审查义务作为判断无权代表行为效力之误区

根据《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２０条第１款，相对人未尽合理审查义务的，法定代表人

违反代表权法定限制的代表行为无效；相对人尽到合理审查义务的，违反代表权法定限制的代表

行为构成“表见代表”，应适用《民法典》第５０４条。这种以合理审查义务为中心判断违反代表权法

定限制的代表行为之效力的做法，有违代理法原理。

依私法自治原则，代理权是代理行为效力归属于被代理人的唯一依据，与相对人是否尽到

审查义务无关；为维护被代理人的利益，即便相对人尽到合理审查义务，也不能使无权代理变为

有权代理。法律、行政法规要求法定代表人在实施特定行为之前须获得法人决议机关授权的，

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不得实施相关行为。例如，《公司法》第１５条第１款要求法定代表人在订

立对外担保合同之前应获得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的担保决议，该担保决议是对外担保代表权产

生的依据，〔７０〕惟经公司决议授权，法定代表人所订立的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始得归属于公

司。〔７１〕公司未为授权的，为了保护公司利益，即便相对人尽到合理审查义务，该无权法定代表

行为的效力亦不能归属于公司。〔７２〕此外，为维护相对人的利益，确保交易效率，不应要求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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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承担审查法定代表人是否实际获得法律、行政法规所要求的相关授权的义务。〔７３〕例如，在法

定代表人越权担保的情形中，相对人没有义务审查公司是否依据《公司法》第１５条第１款的规

定授予法定代表人对外担保的代表权；公司授权法定代表人对外担保的，不得以相对人未尽审

查义务为由拒绝承担担保合同的效力。从比较法上来看，德国法亦不要求相对人核查董事会的

机关代理权。〔７４〕

此外，针对职务代理人违反代理权法定限制（《公司法》第１５条第１款同样适用于职务代理

人 〔７５〕）的无权代理行为，《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２１条第１款并未要求相对人负担合

理审查义务。而同属需经公司决议授权的对外担保，与法定代表人订立担保合同的相对人则需

要依据《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２０条第１款第１句承担合理审查义务，这种制度安排

有违同样事务同等处理之原则。

综上，不宜以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审查义务与《民法典》第５０４条相结合的方式来判断违反

代表权法定限制的代表行为之效力。

（三）违反代表权法定限制的无权代表行为效力待定

如前所述，不同于仅具有内部效力的代表权意定限制，代表权的法定限制产生对外效力。

法定代表人未经法人决议机关特别授权的，不得违背《民法典》第１６８条实施自我行为或违背

《公司法》第１５条缔结对外担保合同，否则构成无权代表，类似于无权代理，〔７６〕应对其类推适用

《民法典》第１７１条关于无权代理的规定。依据该规定，无权代表行为效力待定，由法人决定是

否追认。〔７７〕法人追认的，无权代表行为有效；法人拒绝追认的，无权代表行为归于无效。

关于无权代表行为无效后法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学界存在争议。肯定说认为，法

人应当对法定代表人的过错承担责任。〔７８〕否定说则认为，法人无需承担责任，仅由法定代表人

依《民法典》第１７１条向相对人承担无权代理责任。〔７９〕在有关越权担保合同的司法实践中，最

高人民法院认为，法定代表人未经公司决议对外担保的，公司未能及时发现和制止，存在内部管

理和风险控制方面的问题，故对越权担保合同的无效存在过错，应当对相对人不能清偿部分的

二分之一承担赔偿责任。〔８０〕这种裁判思路有过度保护交易安全之嫌。根据公司自治原则，公

司仅需对经其决议授权的对外担保行为承担责任，在其根本未为授权的情形中，原则上无需承

担赔偿责任，仅需在疏于管理的情况下承担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以合理审查义务为中心并结合《民法典》第５０４条来判断违反代表权法定限制的

无权代表行为效力的做法不值采纳。无权代表类似于无权代理，应对其类推适用《民法典》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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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１条关于无权代理的规定。

五、非法定代表人所为代表行为之效力

学界有观点认为，法定代表人不实登记或行为人伪称自己为法定代表人，相对人有理由相

信的，构成“表见代表”。〔８１〕司法实践中，亦有法院将《民法典》第５０４条适用于这类案件。例

如，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则案例中，以相对人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行为人已经不再

担任法定代表人为准来判定其以公司名义实施的代表行为的效力。〔８２〕上述学术观点和司法实

践做法实际上将《民法典》第５０４条定性为表见代理，有待商榷。如前所述，《民法典》第５０４条

是关于法定代表人违反代表权意定限制的规定，本质上不同于表见代理。而被不实登记为法定

代表人者或伪称自己为法定代表人者所为之代表行为，不属于法定代表人违反代表权意定限制

的行为，《民法典》第５０４条对其不具有适用性。

（一）被不实登记为法定代表人者所为代表行为之效力

法定代表权限终止而未及时办理变更登记，原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实施代表行为的，应

适用《民法典》第６５条关于法人登记之对抗效力的规定，其代表行为依据该规定构成有权代表。

在该情形中，法人应当自行承担未及时办理变更登记的风险，法定代表权相对于善意相对人有

效，而无需借助所谓权利外观理论来保护相对人对代表权的信赖。法人主张该代表行为对其不

生效力的，应负责举证证明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行为人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事实。〔８３〕

（二）伪称自己为法定代表人者所为代表行为之效力

伪称自己为法定代表人者，未经法人任命，不属于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亦不依法享有法定代表权，

其以法人名义实施的代表行为，构成无权代表，可以对其类推适用《民法典》第１７１条关于无权代理的

规定。依据该规定，无权代表行为效力待定，由法人决定是否追认。即便法人有监管过失，该无权代

表行为也不能因相对人的合理信赖而成为有权代表，法人仅需就其监管过失（如有）依《民法典》第

５００条向相对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依私法自治原则，不得通过拟制法人根本未曾作出的法定代表

人任命，仅因相对人对法定代表人身份的信赖就要求法人承担有权代表的效力。但法人有意识地

容忍行为人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实施代表行为而未加阻止的，构成默示授权，〔８４〕由法人向相对人

承担有权代表的效力。而在法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伪称自己为法定代表人并实施代表行为者，具有

可责性，其应依据《民法典》第１７１条向相对人承担实际履行或损害赔偿的无权代理责任。

综上，在不实登记的情形中，法人应承担登记不实的风险，即依据《民法典》第６５条的规定承

受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但仍被登记为法定代表人者所为代表行为之效力。而在行为人伪称自己

为法定代表人的情形中，法人未曾授予行为人代表权，行为人以法人名义所为的代表行为构成无

权代表，应类推适用《民法典》第１７１条。

六、结　　论

在以私法自治为基本原则的民法中，基于权利外观的信赖保护属于例外。与以信赖保护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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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的权利外观理论有本质区别的是以私法自治为原则同时保护交易安全的代理权范围抽象性理

论。依据该理论，法人章程或决议等对代表权的意定限制仅具有内部性，相对人一般难以获知，为

维护交易效率与安全，代表权的意定限制不影响法定代表权的范围。《民法典》第５０４条的法理基

础应是代理权范围抽象性，代表人违反代表权意定限制所实施的代表行为是有权代表，原则上对

法人生效，法人举证证明代表行为违反禁止代理权滥用规则的除外。法人成功证明代表行为违反

禁止代理权滥用规则的，应对代表行为类推适用《民法典》第１７１条关于无权代理的规定。

代表权的法定限制与代表权的意定限制有本质不同，它是为维护法人的利益而对代表权自身

所作的限制，代表人违反法定限制所实施的代表行为构成无权代表，不能因相对人尽到合理审查

义务而成为有权代表。为确保私法自治原则的基础性地位，避免其遭到权利外观理论的过度侵

蚀，实现维护法人利益和保护交易安全之间的平衡，应坚持区分违反法人章程和决议中代表权意

定限制的有权代表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中法定限制的无权代表，不得通过附加相对人合理审查

义务的方式，将仅适用于违反代表权意定限制的《民法典》第５０４条适用于违反代表权法定限制的

无权代表行为，亦不得通过将《民法典》第５０４条等同于表见代理的方式，将其适用于非法定代表

人实施的代表行为。对于法定代表人不实登记的情形，应适用《民法典》第６５条；对于伪称法定代

表人者实施的代表行为，应类推适用《民法典》第１７１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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